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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里斯班天主教教育（BCE）

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中的包容性和公平性��

挑战固有观念��人人都有发言权

对学校在三个月内的应对措施进行评估

小学

由于缺乏卑诗省教育厅（BCE）的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HPE）课程负责人以及系统性的HPE专业发展，
HPE亟需加强。这项小规模抽样调查的数据表明，HPE这一关键学习领域需要系统层面的进一步支持和关
注，以便在卑诗省所有小学成功实施各项国家、州和系统性政策所倡导的社会正义原则。

研究表明，校长在1999年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HPE）课程大纲及其所包含的社会正义原则的实施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这种作用还在不断增强。

1999年昆士兰州小学至十年级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大纲采用了社会文化学习方法，以社会正义原则为基
础，其中包括多元化、公平和支持性环境。这种方法使健康与体育教育在天主教学校中更具意义。要在课程
大纲中成功贯彻包容性和公平性，教师需要了解各种教学法，并知道何时选择最合适的教学法。

本研究采用建构主义范式设计，并运用符号互动论进行解释主义研究。由于意义是建构的，因此这种定性
解释性研究方法最为合适。本研究选择案例研究方法，通过捕捉每所学校的具体情况来建构意义。三个案
例研究的地点分别为：一所布里斯班天主教教育（BCE）小型小学（学生人数少于200人）；一所BCE中型
小学（学生人数200‑400人）；以及一所BCE大型小学（学生人数超过400人）。参与者包括各学校的教
师和学生。数据收集策略包括：半结构式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反思性日志记录、观察、问卷调查和文件分
析。

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于1991年建议，应针对八个广泛的学习领域制定声明和概况，其中健康与体育教育（HPE）便是其中之一（澳大利
亚教育委员会，1994a）。国家声明和概况的一项重大变革是从以内容为基础的教育转向以结果为基础的教育，新的国家“健康与体育教
育声明基于多元化、社会公正和支持性环境的关键原则”（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1994a，第5页）。国家声明和概况（澳大利亚教育委员
会，1994a；1994b）的制定旨在通过全国合作促进课程的一致性，实现各系统间资源的公平共享，并消除各系统间存在的不必要差异，从

而构建全国统一的课程体系（Marsh，1994）。

在体育教育（HPE）的发展历程中，许多论述都影响了HPE课程的构建和实施。这些论述包括军事、科学、健
康和体育等方面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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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兰州P‑10年级健康、体育和体育课程大纲采用了一种社会文化学习方法，

《昆士兰州体育与健康教育国家声明与概况》的制定恰逢参议院对体育与运动教育展开调查，为昆士兰州制定新的
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大纲提供了及时的动力（Dinan，2000；Glover，2001；昆士兰州学校课程委员会，1999a）。昆
士兰州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大纲（1999）是一项政策，更确切地说，是一项公共渐进式教育政策（Dinan‑
Thompson，1998），其实施要求小学替换过时的1972年版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大纲。

这些话语体系深受性别歧视、精英主义、健康主义、个人主义和中胚层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意识形态常常渗
透到隐性课程中（Colquhoun，1991，1992；Hickey，1995；Kirk，1992；Kirk  &  Twigg，1993；Scraton，1990；
Tinning，1990；Tinning  &  Fitzclarence，1992；Tinning，Kirk  &  Evans，1993），学生在学校环境中无意间习得知
识和态度。

该理论认识到学生会受到各种生理、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环境因素的影响（Dann，1999）。社会文化方法以社
会正义原则为基础。课程材料中强调“多样性、公平和支持性环境的原则，旨在培养学生对社会公正的理解和承诺”
（昆士兰州学校课程委员会，1999a，第3页）。因此，人们能够就自身健康和福祉做出明智的决定（昆士兰州学校课
程委员会，1999b）。

如今，体育教师需要能够围绕教学大纲的三大主题��促进个人发展、培养体育活动的概念和技能以及增进个人和社
区健康��提供高质量的体育课程。这要求教师掌握社会文化视角，了解各种可用于体育教学的教学方法，并能够根
据具体的体育学习体验选择最合适的教学方法（Tinning，1999）。通常，这意味着在体育教学中，教师应优先选择
批判性的、社会公正的教学方法，而非传统的、以科学为导向的、注重表现的教学方法。教师需要接受教育和培训，才
能运用社会批判性的教学方法（Tinning，2004）。

（Kirk，1992）。隐性课程与实践中的实际学习直接相关。

Tinning  和  Fitzclarence  (1992)  认为，在课程大纲制定时期，体育教育危机具有文化意义，因此选择社会文化视角
是合理的。在  20  世纪  80  年代末和  90  年代初，也就是现行  HPE  课程大纲制定之前，澳大利亚学校的  HPE  课程被
认为处于危机之中  (Tinning,  Kirk,  Evans,  &  Glover,  1994)，昆士兰州学校的体育教育核心学习领域也面临着同
样的问题  (Walmsley,  1998)。

在天主教学校中，以社会文化视角实施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HPE）课程，并以多元化、公平和支持性环境等社会正
义原则为基础，使其更具现实意义。在HPE框架下，体育与健康教育、户外教育、家政和宗教教育并列（Macdonald，
2003；Macdonald  &  Glover，1997）。在天主教教育中，HPE学习领域与宗教教育（RE）课程紧密相连（Lynch，
2004b），尤其与宗教教育课程中的信仰维度密切相关（BCE，2003）。HPE课程的三大主题之一��“促进个人发
展”是宗教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Lynch，2004b）。在体育方面，学生将获得许多实践和社会体验，这些体验要
求他们践行并反思天主教的宗教传统和福音价值观（Lynch，2004a）。

澳大利亚参议院调查（澳大利亚联邦，1992  年）的调查结果支持了高等教育专业人员内部关于危机的讨论。调查发
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资源和关键学习领域的时间分配上，这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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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约有五分之一的学生就读于天主教学校（澳大利亚教育联盟，2003；MCEETYA，1995），因此对很大一部
分澳大利亚学生产生影响。昆士兰天主教教育委员会（QCEC）负责昆士兰州内五个独立的天主教教育机构，布里斯
班天主教教育局（BCE）便是其中之一。QCEC在课程设置和社会公正等领域拥有政策制定和行动方面的权威和协
作责任（QCEC，2006）。

‧  致力于社会正义，挑战我们制定能够抵制损害个人尊严的各种力量（机会不平等、滥用权力、贪
婪、社会经济劣势、性别歧视、不健康的竞争、种族主义和不适当的结构）的  HPE  项目；

儿童技能水平和身体素质下降（Tinning、Kirk、Evans  和  Glover，1994）。

教师对有效教授健康、体育和运动（HPE）的信心不足（Morgan  &  Bourke，2005）。此外，儿童学习和提升运动技
能的最佳时期是学前班和小学低年级（Branta、Haubenstricker  &  Seefeldt，1984；澳大利亚联邦政府，1992；
Espenschade  &  Eckert，1980）。然而，当普通教师无法提供有意义的健康、体育和运动课程时，社会就会质疑健
康、体育和运动在课程中的必要性（Hickey，1992）。

研究人员调查了社会文化  HPE  P‑10  课程大纲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挑战。
BCE，根据《健康与体育教育立场文件》所述，包括：

‧  致力于让所有学生都能参与体育教育，无论其能力、性别、阶级或文化背景如何，都要做出特殊安
排，让所有学生都能获得适当的体育教育课程；

‧  致力于响应性，促使我们批判性地反思  HPE  中的教学、学习和评估实践，以确保它们保持有效、适
当，并与不断变化的学校政策和结构相协调。（BCE，1998，第  4  页）。

布里斯班天主教教育局  (BCE)  选出一个三人小组，负责支持  1999  年版健康与体育教育大纲、资源手册和初始在职
培训材料的实施  (BCE,  1999)。“预计到  2001  年底，教师将根据基于新版健康与体育教育成果导向大纲的学校课
程计划开展教学工作”(BCE,  1999,  p.3)。在  BCE  内部，“为确保公共政策‘契合’，可能需要对政策进行本地化的
‘调整’”(McDonald,  2000,  p.4)。这种调整是通过采用全校课程计划来实现的，该计划“将昆士兰州现行的教学
大纲、指导方针和课程，根据学习框架和特定  BCE  学校社区学生的需求进行转化”。

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合格的体育教师没有被聘用来教授所有儿童体育和学校运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1992年，
第xiv页）。此外，小学教师毕业后，也没有获得体育或运动教育方面的资格认证或正规培训作为聘用的必要条件
（Moore，1994年），而且由于体育教师培训不足，教师往往缺乏相关知识和技能。

‧  我们致力于履行管理责任，确保资源得到公正有效的利用。高等教育应获得充足的人力和物力支
持，并应公平分配，不分能力、性别或文化背景；

（BCE，2003b，第  4  页）。

自2001年底以来，卑诗省教育局（BCE）不再聘用任何健康与体育教育官员（BCE，2006a；BCE，个人交流，2003），
也不再为该领域的教师提供任何专业发展培训。尽管卑诗省教育局（BCE，2005b）发布了《2002‑2006年战略更
新框架》，旨在指导和告知学校社区，但该框架并未涵盖所有相关内容。

布里斯班天主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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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问题

研究目的

研究设计

‧  孩子们对  HPE  关键学习领域的看法是什么？

推荐。

数据收集以以下研究问题为指导：

‧  学校有哪些现成的资源可以帮助实施健康与体育教育？

目前，布里斯班天主教教育局  (BCE,  2005a)  聘用了十三名宗教教育课程官员/审核员，以在学校课程更新期间为
各学校提供支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该局并未配备负责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  (HPE)  这一关键学习领域的课程
官员。对于这种系统性支持不足的一种可能解释是：“天主教教育要保持其在澳大利亚教育中的独特使命，是天
主教学校存在的唯一理由。”（McDonald,  2000,  p.12）。布里斯班天主教教育局目前的系统架构表明，只有通
过宗教教育这一关键学习领域，才能实现天主教独特的使命。

尽管所有课程领域都在更新，但并未就如何进行更新以及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HPE）学习领域将
获得何种重视程度给出具体细节。这意味着对HPE课程大纲政策实施的支持已经停止，并且HPE实践
中缺乏包容性和公平性，正如各种国家、州和系统特定政策文件所表明的那样。

‧  在卑诗省学校中，为了在健康、体育和教育实践中优化社会正义原则，需要采取哪些实施策
略？

本研究旨在探讨三所不同规模的卑诗省小学在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HPE）实践中的包容性和公平性。本研究采用建构主
义范式，并运用符号互动论进行解释主义研究。鉴于政策实施的成功最终取决于教师和学生（Gardner  &  Williamson，
1999），这一理论框架最适合本研究。因此，该框架能够倾听他们的声音，并让参与者分享他们在各自学校中如何进行HPE教
学和学习的经历，从而提供宝贵的见解。

‧  这些  BCE  学校的教师是如何落实  HPE  课程文件中的社会正义原则的？

鉴于构建意义的重要性��这些意义源于对共同经验和视角的诠释��这种定性解释性研究最为恰当。

本研究的总体研究问题是：

在三所  BCE  小学中，如何根据当前（1999  年）HPE  课程大纲所体现的社会正义原则来教授健康与体育这一关键学习领域？

‧  教师对  HPE  关键学习领域有何看法？

由研究问题衍生出的分析性问题能够更批判性地生成数据：

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国家、州和系统特定  HPE  政策文件中所依据的社会正义原则在三所入学人数不同的  BCE  小学中的实
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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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
表  1  研究框架，其中选择了具体的研究方法。

访谈；焦点小组

符号互动论
案例研究

解释主义

反思日记

访谈；半结构式访谈

文档分析

研究方法

认识论理论视角

观察

数据生成方法

不同的学校背景和参与者在校的经历会影响他们的观点。从解释主义理论视角出发，本文运用符号互动论的视角来探讨健康与体
育教育的教学方式。符号互动论作为一种视角，“关注人，并试图理解人类行为”（Charon，1998，第12页）。

为了在选定的理论框架内实现细节的精确性，本研究采用了访谈（包括半结构式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反思日志、观察和文献
分析等方法。参与者为来自各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研究问题指导了本研究的开展并生成了数据。

为了补充半结构式访谈中提出的问题，我们观察了体育课（包括身体活动部分）。观察对象涵盖了学校三个年级（小学低年级、
初中低年级和高中高年级）的各种课程。如果学校没有专门的体育课教师，例如案例研究一中的学校，则观察班主任的授课情况。此
外，我们还从观察的课堂中选取了一些学生参与者进行焦点小组访谈。

在三所学校中，参与者均经过精心挑选，以确保他们能够代表每所学校/每个案例。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HPE）专科教师是本次
访谈的关键对象，因为我们假设他们对各自学校的HPE项目拥有全面而准确的了解。

本研究采用“评估性”和“多案例研究”方法，通过捕捉每所学校的背景来构建意义（Merriam，1998）。研究问题、待生成的数
据以及可用资源表明，这项定性研究更适合小规模样本，以期获得深入理解，而非大规模验证。三个案例研究的地点分别为：一所
小型BCE小学（学生人数少于200人）；一所中型BCE小学（学生人数200‑400人）；以及一所大型BCE小学（学生人数超过
400人）。选择这三个案例研究是为了使其在人口统计特征方面具有代表性，这些特征体现在学校规模（以入学人数衡量）、地
理位置和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在定性研究中，“研究者通常是数据收集和分析的主要工具”（Merriam，1998，第7页），并指出
计划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Anderson，1990）。

研究人员对学生参与者进行了访谈，以收集他们的反馈意见。每个学校/案例中都进行了三次焦点小组访谈。一次访谈对象为低年
级班级代表，一次访谈对象为中年级班级代表，还有一次访谈对象为高年级班级代表。

如果学校没有聘请体育教育专员，则会采访体育协调员/体育教育负责人。除了这些关键参与者外，我们还采访了三位课堂教师代
表，分别来自学校的幼儿园、初中和高中，访谈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研究问题涵盖课程实施、可用资源和教师观点等议题。

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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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3

案例研究二数据生成
学校（学
生人数少于200人）

老师
观察

（超过400）

65

观察

战略

面试 11

学校

66

表2

学生

4

每个案例/学校的研究参与者人数。

5

案例研究一

学生）

（学生）
24

1

83

24团体

81

访谈重点

全部的

4

1

案例研究三

半结构化

（200‑400
名学生）

（教师）

18

3

229

每个个案均采用  Wellington  (2000)  简化的“定性数据分析恒定比较法”（图  2）进行分析，并加以描述。

本研究采用的解释主义数据分析策略是叙事/描述性分析。每个案例研究都探讨不同的背景、不同的故事，这种分析
策略能够着重于这些故事的传达（Merriam，1998）。解释主义者致力于倾听参与者的故事，了解他们对所处世界
的看法（Taylor  &  Bogdan，1998）。研究者试图通过解读报告的经历、理解和其他收集到的数据来捕捉这些故
事，从而为读者和研究者带来学习体验（Glesne，1999）。叙事/描述性分析方法是⋯⋯

本研究选取了学校高年级班级的代表。最大变异代表性（Glaser  &  Strauss，1967）是指“识别并寻找能够代表研
究目标特征最广泛范围的个体”（Merriam，1998，p.63）。本研究采用最大变异代表性方法，通过问卷调查，选取了
四名对体育活动兴趣浓厚的学生代表（两男两女）和四名对体育活动兴趣不大的学生代表（两男两女）。问卷结果
由班主任核实确认。由于案例研究一的学校总学生人数不足200人，每个样本班级可供选择的学生代表人数较少。
因此，本案例研究学校的焦点小组最终由六名学生代表组成。采用最大变异表示法，通过问卷调查，选出两名对体育
活动兴趣较高的学生（一男一女）、两名对体育活动兴趣较低的学生（一男一女）和两名对体育活动兴趣中等的学
生（一男一女）。

精心挑选，旨在阐明本解释性符号互动论研究中的每个故事/案例研究。

在每个案例分析的最后，都进行了跨案例分析。重复相同的分析流程，运用惠灵顿的阶段模型（图2）对案例研究数
据进行分析。所有数据结果，包括单个案例研究学校的数据和跨案例分析的结果，均以叙述性/描述性报告的形式呈
现。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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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没有专门的体育教师，所有课程大纲的三个部分均由班主任负责实施。在案例研究一的学校中，体育活动部分得到了最多的
重视和时间投入。该校没有全校统一的体育教育计划，相关概念和技能很少，而且经常重复。体育教育课程的覆盖程度取决于各
班主任，而且该校低年级没有开展感知运动课程。所有参与的教师都认为体育教育与宗教教育课程之间存在联系。

为了解答研究问题，研究人员构建了意义单元，并对其进行编码，然后与其他类似的单元进行分类。这一过程在每个案例研究学
校内部以及不同案例研究之间均有发生。

案例研究一：参与研究的学校教师均为经验丰富的教师，每位教师至少有十年教龄。所有参与研究的教师均未接受过健康、体育
和健康教育方面的专业培训，只有一位教师接受过1999年昆士兰州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课程大纲方面的专业发展培训。

案例研究：一所学校的设施非常好，但部分设施略显陈旧。设备基本充足，但健康与个人发展方面的资源要么匮乏，要么亟需更
新。学生们喜欢健康与个人发展课，老师们也乐于教授这门课，认为它很有价值。参与调查的老师们并不认为学校因为没有专门的
健康与个人发展老师而处于劣势。学校通过各种机构的来访来推广健康生活方式，例如“生命教育流动车”、“为心脏跳绳”、
“舞蹈狂热”等，以及学校的防晒规定“不戴帽子，禁止玩耍”。

展示、传播、分享

分析：

浸没

选择和筛选
分开，拆开

（返回查看更多数据？）

合成，重组

反思，退后一步

分类，归类

与其它工作相关，定位

回顾过去

第二阶段

表3

理解定性数据的一般阶段（Wellington，2000，第141页）。

第三阶段

使用惠灵顿分析表对每个案例研究/学校的数据进行分析。

再次运用惠灵顿的分析表进行跨案例分析。这次分析的是整个故事或故事片段。

为跨案例研究分析而提供的叙述性/描述性报告。

针对每个案例研究提供叙述性/描述性分析报告。

图  2

第四阶段

数据分析过程。
第一阶段

案例研究概要：一所学校（学生人数少于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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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三：学校配备一名全职健康与体育（HPE）专科教师，每周有一天专门用于体育协调工作，无
需承担其他教学任务。学校拥有充足的场地、完善的设施、充足的器材以及现代化的健康与个人发展
资源。四位参与研究的教师教学经验和HPE课程体系的专业发展水平各不相同。自2001年起在BCE
体系内任教的教师对课程体系不太熟悉，他们没有接受过该领域的在职培训，并表示缺乏实施该课
程体系的信心。这其中也包括那位HPE专科教师，其声称的资质并未得到证实。

案例研究二：该校似乎拥有一套设计完善且实施有效的体育课程体系，师生均认为该课程体系重要、
有益且趣味盎然。学校配备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健康与体育教育专家，每周至少为每个班级安排一节
40分钟的课程。这位健康与体育教育专家负责课程中的体育活动部分，而班主任则负责健康和个人发
展部分。参与的教师均接受过不同程度的1999年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大纲的专业培训。课程涵盖的
体育活动种类繁多、范围广泛且形式多样，充分利用了学校的设施和有限的空间。由于场地和草坪面
积不足，学校利用距离学校400米的橄榄球场进行活动。研究人员和参与的教师均认为器材和资源充
足。尽管课程大纲中的体育活动部分已相当完善，但健康和个人发展部分仍需在全校范围内进一步发
展。所有参与的教师都认为个人发展部分与宗教教育课程衔接良好。他们还认为，体育老师在学校里
提供了一系列体育活动和运动项目，这⋯⋯

参与教师对体育教育（HPE）三个组成部分的教学责任归属持有不同意见。两位教师认为体育教育专
员负责所有三个部分的教学，而体育教育专员则认为她只负责体育活动部分。这位体育教育专员声
称，低年级学生会与高年级学生结对进行感知运动课程，但没有教师或学生能够证实这一点。案例研
究三：该校没有全校统一的体育教育课程。

所有参与的教师都认为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HPE）学习区非常有价值，学生们似乎也很喜欢HPE
的体育活动。然而，学生们对核心学习区的兴趣似乎不如教师们预期的那么高。学生们认为HPE有助
于缓解压力。参与HPE的专职教师和学生都认为，学校通过“生命教育流动车”、“舞蹈狂热”和“跳
绳为心脏”等组织的来访以及“不戴帽子，不准玩耍”的校规，促进了健康的生活方式。

参与的教师将  HPE  课程大纲中的所有三个方面（体育活动、健康和个人发展）都列为需要关注的领
域。

健康、体育与体育教育（HPE）实践或知识展示。此外，这位幼儿教师没有接受过HPE学习领域的专业
发展培训，并且近期大学毕业时也没有学习过HPE单元。所有教师都认为HPE与宗教教育课程之间存
在联系。

参与的教师认为这是学校的一大优势。学校小卖部提供健康食品，并推行“不戴帽子不准玩耍”的防
晒规定，同时还开展了步行上学计划、澳式足球启蒙活动以及午餐时间的橄榄球和篮网球比赛，这些
都进一步促进了学生的健康生活方式。

案例研究概要：第三所学校（400多名学生）

案例研究概要：第二所学校（200‑400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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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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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0

一

案件

学习

额外费用

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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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量

书中的  
HPE

老师

�

不

课堂
学校健康、体育和体

育专家 课堂

�

有证据

�

跨案例数据分析结果概要表4

非常好

充足的案例研究一

设施和空间

案例研究三 非常好 非常好

体育器材教学资源（书籍、工具包、视频）

案例研究二

好的

表  4.6 案例研究学校资源和设施对比。

学校

好的贫穷的

贫穷的

好的

交叉案例分析总结
尽管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但三个案例研究学校的数据结果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体育运动在所有案例研
究学校都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近年来经历了范式转变。这种向包容性、社会公正的课程体系的转变在
所有三个案例研究学校中都有体现。转变的程度与以下因素相关：学生的兴趣；教师在健康、体育和健康教
育（HPE）学习领域的经验、知识和信心；案例研究学校的设施、设备和场地；案例研究学校与社区建立的合
作关系和服务；案例研究学校是否拥有HPE专科教师；以及学校是否实施了全校范围的HPE核心学习领域
项目。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讨论

HPE

案件

HPE

0

不

数量

一

体育

教师

案件 是的

案例研究学校学生参与者对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兴趣的比较。

0%

HPE

团体

高年级学生参与
者中，最
喜欢的科目是

学习

75%  3  37.5%

中学阶段学生参与
者中，最
喜欢的科目是

中等的

三

高的 4  50%

6

数量

8

学校教师对学生兴趣水平
的看法

数量

0  0%8
二
学习

表  4.7

0  0%0%
学习

0

高的

每个研究方向
中接受采
访的学生人数

0  0%

6

2  33%

是的

早期教育专业的
学生参与
者中，最喜欢的
科目是

案件

HPE

这与体育教育专科教师在体育教育领域的资历、知识和经验，以及对1999年教学大纲文件的理解程度相符，也与
体育教育专科教师与同事分享这些知识的能力相符。当上述某个方面有所欠缺时，例如案例研究三中的学校，参与
的教师就无法就谁负责教授教学大纲的三个组成部分达成共识。

截至2001年HPE课程文件实施阶段结束，案例研究学校中似乎没有一所按照天主教雇主BCE设想的HPE关键学
习领域制定学校课程计划。在本次研究数据收集过程中，仅有一所案例研究学校（案例二学校）制定了HPE计划，
该计划侧重于体育活动。在三所案例研究学校的样本中，包容性和公平性的实施程度存在差异。

研究还表明，经验丰富的教师似乎比年轻教师更有信心，对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HPE）课程大纲的理解也更透
彻，因为他们在1999年HPE课程大纲发布时就接受过相关培训。此外，教师即使未必具备专业资格，也可以被聘为
HPE专科教师，因此高质量的课程并非总能得到落实，从而对学生对体育活动的看法产生负面影响。来自三个BCE
案例研究学校的数据表明，体育活动是唯一一个能够持续且有目的地分配充足教学时间的学科，而一些学校则依
赖体育组织的零星访问来实施课程大纲，这往往会增加学生的额外费用。案例研究中没有HPE专科教师的学校普
遍缺乏1999年HPE课程大纲所有学科的HPE资源，因为关键学习领域需要倡导。案例研究二中的学校则通过与社
区建立合作关系和服务，克服了场地不足的问题。

自2001年实施期结束以来开始在BCE体系下任教的教师参与者对教学大纲不太熟悉，并表示缺乏实施该大纲的
信心。这些教师参与者包括：来自案例研究一学校的Kate（在BCE体系下任教3年）和Jody（在BCE体系下任教1
年）；来自案例研究二学校的Lucy（拥有2年教龄）；以及来自案例研究三学校的Alicia（拥有3年教龄）和体育教
育专家Naomi（拥有2年教龄）。因此，在三个案例研究学校中，只有两所学校聘用了体育教育专家教师，而其中只
有一位接受过1999版体育教育大纲的在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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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如案例研究二和案例研究三中的学校所示，由于学校通常共同教授三个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HPE）课程模
块，因此有效的沟通和努力至关重要。在实施过程中，所有三个案例研究学校似乎都存在沟通和努力不足的问
题。案例研究三中学校的教师参与者之间存在根本性的误解，他们不清楚谁应该负责实施HPE课程的不同模
块。学校缺乏部分或全部的全校HPE课程表明，用人单位（BCE）与负责促进HPE课程实施和聘用HPE专业教
师的校长之间可能存在沟通问题。有效的沟通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缺乏全系统HPE课程负责人的情况下，这一
点更为重要。

关于体育教师协调体育活动和赛事的工作，案例三学校的体育教师每周有5.5小时的脱产时间，相当于一天。
案例二学校的体育教师则没有这方面的脱产时间，并且还要负责六年级的教学工作。

案例研究二的学校表明，成功实施是完全可能的，它对学生对待体育活动的态度以及最终参与体育活动都产
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案例研究二学校的教师和体育教育专家对教学大纲以及实施该大纲所需的社会文化
方法都有着深刻的理解。

此外，这种不平等与  HPE  国家声明和概况的预期目的及其“实现跨系统资源的公平共享，并消除系统之间存
在的不必要差异”的愿望相悖。

学校设有全校范围的健康与体育教育（HPE）课程，其中包含丰富多样的体育活动，并符合学生的发育阶段。
健康与体育教育专科教师运用

自  2001  年底以来，BCE  不再聘用  HPE  教育官员，也没有在这个关键学习领域进行任何专业发展，这有助于
解释为什么进入  BCE  学校系统的新教师缺乏对  HPE  1999  文件的知识和熟悉程度。

BCE  特别旨在消除机会不均、结构不当，并在实施基于社会文化方法的  HPE  课程的过程中促进资源的公平
分配  (BCE,  1998)，但从教学资源、设备、设施、HPE  专业教师和  HPE  专业教师脱产时间分配不均的情况可
以看出，这在  BCE  的三个案例研究学校中显然没有实现，而这方面的责任似乎已经下放给了校长。

（Marsh，1994）。

教师需要先掌握成果导向教育，才能接受1999年版健康与体育教育（HPE）课程大纲所采用的社会文化教
学方法。这似乎是1999年版HPE课程大纲实施的一大障碍，因为教师首先需要在课程和教学理念上进行范式
转变。本研究的数据表明，问题不仅在于培训专业教师掌握新的批判性教学法，还在于培训经验不足的教师
掌握所有HPE教学法和高质量的教学实践。

在BCE学校，HPE课程实施过程的支持似乎过早终止，导致所有学校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准备来设计全校范围
的HPE课程。教师们缺乏对如何切实落实课程中社会公正理念的理解，而校长们也未意识到聘用合格的HPE
专科教师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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